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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哲学与方法论问题 (笔谈)
特约主持人 应 奇
摘 要:社会科学哲学与方法论问题不但是当前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聚集点，而且本身成为了跨学科
实践的理智平台和作业场所。这可以追溯到新康德主义的说明和理解的区分与融通贯穿社会科学方法论问
题的始终，这种架构又与当前社会科学哲学讨论中的因果性研究范式和规范性研究范式形成对应和映照。如
果说实践推理是贯穿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到维特根斯坦及其后学的行动哲学的枢纽和中轴，那么规范性
理由以及一种独立、自足的规范性概念则呈现为社会科学哲学新近论辩中着力淬炼和收敛的方向。一方面要
正视表现为客观性、规范性和复杂性的当前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多维化智识生态，另一方面要坚持基于“合理
性”概念以及个案导向的行动分析的实践学进路，中文语境下的社会科学哲学和方法论问题，在此找到了其
再出发的重要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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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主要由马克斯·韦伯的同名工作确立其卓著声誉和研究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
其学理层面的渊源其实应当回溯到新康德主义者在一个多世纪前对于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异同的方
法论辨析，而其规范层面的驱动力则是由早期现代性向晚期现代性过渡中呈现的社会科学地位问题所
折射出来的现代社会对于社会与人之想象的转换。就这个研究传统在 20世纪下半叶的展开而言，从实
证主义向后实证主义的转变所促成的历史和实践的转向已经把社会科学置于当代科学认识论和科学哲
学的中心，社会科学哲学和方法论这个本是由跨学科的问题意识所衍生的理论问题本身却已经泛化成
了一种跨学科的实践，一个只有通过与社会科学的合作才能完成的计划。
2016年 5月，依托“社会科学方法论:跨学科的理论与实践”译丛的出版，一个围绕社会科学哲学和
方法论问题的主题论坛在紫金港南华园召开，挪威著名哲学家希尔贝克教授与童世骏教授一起参加了
此次会议，参加论坛的还有罗卫东、张庆熊、陈嘉映、陈嘉明、韩水法、刘擎、庞学铨、盛晓明、包利民、冯钢
等知名学者。围绕本期这个专题的五篇论文直接接续了两年前那次论坛的议题。陈嘉明的论文在梳理
“描述”的方法和“理解与解释”的方法论之争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冯友兰对于“正的”方法和“负的”
方法的论述，认为冯友兰的这种区分与他对康德哲学的误读有关。应奇的论文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角
度考察了挪威哲学的科学论传统，在揭示挪威科学论实践与维特根斯坦哲学之间的深度共振的视域中，
尝试指明这种具有明确地缘标识的方法论实践能够为更为复杂的中国当代实践带来哪些启示? 张留华
的论文聚焦于冯赖特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中至关重要的实践推理有效性的理解，着重论述了冯赖特的
论证中由于误入语言陷阱而导致的含混不清之处。徐竹的论文针对斯蒂芬·特纳对行动的解释中的自
然主义立场，论证了这种解释中的循环论证能够基于对社会科学的“参与性观察”方法的反思得到合理
的化解。贺敏年的论文从规范性、客观性和复杂性三个层面刻画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多维性，并认为这
种方法论观照为学科策略与研究主体提供了一个更加多元和合理的表达环境。
与现代性进程中当代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和全球化之间的张力相伴随，社会科学哲学和方法论问题
的探讨在国内学术界正处于回春向暖的关键性阶段，希望本专题的论文有助于拓展国内学界的视野，并
进一步把相关讨论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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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方法论的问题与反思
*
———兼论冯友兰的“负的”哲学方法
陈嘉明
( 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厦门大学知识论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对于哲学而言，方法论的重要性是无可置疑的。它直接关系到哲学的思想方式与叙事方式，关系到
哲学知识的性质，等等。冯友兰曾经把哲学的方法区分为“正的”与“负的”方法。前者指的是逻辑分析
方法，后者指的是直觉的方法。以此为框架，本文拟从中西哲学方法论比较的角度来谈论一些问题，并
对冯友兰的“负的”方法提出自己的意见。
一 方法论作为哲学形态变化的助推器
方法论问题在西方哲学中长期得到关注。这与西方文化中的数学( 尤其是几何学) 与自然科学的
发达状态直接相关。几何学的方法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反思、借鉴逻辑演绎方法的契机，而自然科学特别
是物理学的发展则提供了运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哲学与人文科学的模式。就前者而言，笛卡尔是大家
所熟悉的代表。作为解析几何的创始人，公理系统与演绎方法对于他来说，自是一种科学方法的理想模
型。以之为依据并根据哲学思考的特点( 即它的非经验性) 加以发挥，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的手段，找
到了哲学的一个“不证自明”的出发点，即“我思”，进而演绎出包括“我在”在内的一系列结果，从而建立
起了一个类似几何学的哲学演绎系统。后来的斯宾诺莎更是直接借用几何学的演绎方法，包括采用
“公理”、“命题”、“证明”等定义与推导的方式，来构建他的《伦理学》。
与笛卡尔相比，休谟思考与构建自己的哲学系统的方法较少为人提及。休谟在哲学上的敏锐，并不
仅仅表现在他所发现的“因果性”或归纳推理的可能性问题，以及对“事实”与“价值”的区分上;同样，在
哲学方法论的问题上，他也是十分敏锐。他的《人性论》一书的副标题是“在精神科学中采用试验推理
方法的一个尝试”。这清楚地告诉我们，休谟对于建立自己的哲学系统而言，在方法论上是自觉的。他
试图运用一种新的方法，即自然科学的实验与推导方法来研究哲学。休谟所揭示的这一“精神科学”的
特殊方法论问题，后来成为哲学方法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即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 人文科学) 在方法上
的异同问题。在当代西方哲学中，方法论问题更是直接成了哲学形态变化的助推器。所谓的分析哲学、
现象学、结构主义等，这些哲学形态的产生都直接与它们的方法有关。分析哲学使哲学转向语言分析，
借助的方法是逻辑分析与日常语言分析的方法。现象学之所以能够实现“面向实事本身”，方法论上的
考虑是一个依据，也就是它使用了现象学“还原”以及“本质直观”的方法。至于结构主义，顾名思义，它
乃是运用一种结构分析与建立模型方法的产物。
在现代有关哲学自身的方法论研究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描述”的方法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因为
这方面出现的一个特殊情况是，不论是胡塞尔、海德格尔或维特根斯坦，尽管他们的哲学观念并不相同，
分属现象学、存在主义与分析哲学流派，但他们却都一致地将自己的哲学方法界定为“描述”的方法。
例如，胡塞尔明确宣称，他的现象学是“一门纯‘描述性的’科学”①。海德格也写道:“现象‘的’科学等
于说:以这样的方法来把捉它的对象———关于这些对象所要讨论的一切都必须以直接展示和直接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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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加以描述。”①维特根斯坦也明确表示，“哲学的确是‘纯粹描述的’”②。为什么如此，因为一切都
“呈现在我们眼前，没有什么要解释。因为隐藏起来的东西……，对我们毫无兴趣”③。通过描述，我们
就可以如其所是地把握语言的事实。
虽然在如何描述的问题上，这三位大哲学家的理解有所不同。例如，胡塞尔的描述是通过直观进行
的，其目的是把握本质;海德格尔对现象的描述是还需与“诠释”相结合，因为由此才能解读出现象蕴含
的意义;而维特根斯坦则只限于描述本身，因为在他看来，语言现象的背后并没有隐藏什么“本质”之类
的东西。但他们都把自己的哲学方法界定为“描述”的，这体现了 20 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共同趋向，即
反形上学，使哲学保持在一个可见的，从而是可以言说的领域之内。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哲学体现
了一种共同的“客观主义”趋向。这种趋向具有双面性: 一方面，它的积极意义在于使哲学思想具有科
学那样的确定性与客观性;但另一方面，哲学则被限制在经验认识的层面上而难以得到提升，这就妨碍
了哲学对人类无限的“精神”世界的追求，而人之为人，其根本的所在本来恰是在于这种“精神”之中。
二 “理解与解释”方法论之争的意义
上述的诸种方法都是有关哲学研究自身的，也就是说，它们思考的对象是哲学，是如何以一种科学
的方法来使哲学成为能够符合知识的“确定性”或“有效性”标准的科学。不过，哲学的方法论还有另一
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它提供对一般意义上的科学方法的思考，尤其是对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这两大
类学科在方法论上的异同的思考。这一思考集中表现为“理解与解释”的方法论之争，并持续了一百多
年之久。不过遗憾的是，这一争论在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中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
这里，所谓的“理解”(understanding) ，在这场争论中乃是作为人文科学的方法论的代名词，意指的
是人文科学有着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方法论; 而“解释”(explanation) 则是一种一元论的科学方法的代名
词，欲将一切有关自然与人文社会现象的解释，通通纳入统一的科学方法论之下。按照阿佩尔的分法，
这一争论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起于 19 世纪中叶的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主张———将自然科学的精
确数学化的方法作为一切科学的楷模，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康德主义对它的反驳，后者主张“价值”、“意
义”这类东西是人文社会现象所独有的，需要借助独特的“理解”方法来获得。第二阶段则是新实证主义
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尤以亨普尔的“覆盖率模型”为代表。亨普尔宣称不论是自然的事实，还是历史的事
实，总之一切有关科学的解释都可以纳入这一模型之中。他的覆盖率模型简洁而又富于解释力，堪称模型
提炼的一个典范。第三阶段是以新维特根斯坦主义的“理解”论，以及“理解”的解释学占主导地位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一些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追随者，如德莱、温奇等，以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哲学为解
释范式，否定亨普尔的覆盖率模型，认为人文社会科学所涉及的概念模式，与自然科学所提供的那种解
释是不同的。他们借助于维特根斯坦的“规则”与“标准”来理解社会的行为，把握对象的“意义”。
如果了解了上述的争论，对于我们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是很有助益的。例如，对伽达默尔的解
释学来说，为什么他的代表作取名为《真理与方法》，为什么他说自己的这部著作并无意于方法论之争，
并不想重新挑起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之间那场古老的方法论争论，而是尽管也是在探究“理解如何可
能”的问题，但却是要发现“先于现代科学并使之得以可能的东西”④? 这些都需要联系到上述争论的背
景才能真正有所了解。此外，也只有了解了上述的方法论之争，才能真正懂得哲学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发
展的影响，因为它们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哲学观念的影响以及哲学方法论的应用。
上述西方哲学的这些方法论，不论是有关哲学研究本身的，或是有关人文科学的，总之用冯友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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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都属于“正的”方法，即逻辑分析的，使认识获得客观性并使得概念清晰的方法。这些方法的目
的，都是为了使哲学或人文科学成为“科学”。在这方面，这些方法无疑起到了它们应有的作用。不过，
对于哲学的另一种形态与功能，即“形上学”( 如“自由”的精神) 而言，这样的方法是否同样适用，却只能
说产生了一些困惑。因为形上学的特点在于它们的非经验性、非实证性。假如哲学仍然需要保有形上
学这一领地的话，显然经验性的方法是不适用的。正是在这一背景上，冯友兰提出的“负的”方法，是值
得人们加以认真对待的。
三 中国哲学史上所忽视的“正的”方法
假如以冯友兰的“正的”与“负的”方法为标准来考察中国哲学与文化，那么可以看出，中国传统上
缺乏的是“正的”方法论，即逻辑分析的方法。冯友兰曾经明确地指出这一点:“在中国哲学史中，正的
方法从未得到充分发展;事实上，对它太忽视了。因此，中国哲学历来缺乏清晰的思想。”①这一状况不
仅对哲学本身的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而且还妨碍了科学与文化的发展。姑且举这么两个典型的例子。
一是，古代的数学名著《九章算术》，由于不知道定义与证明的方法，所以里面虽然有好些世界数学史上第
一的东西，如在世界数学史上最早系统地叙述了分数运算，最早提出负数概念及正负数加减法法则等，但
却没有概念的定义与证明。这显然妨碍了数学的形式化、系统化，结果只能产生出应用型的数学，而未能
出现类似公理化的几何学那样的系统等。再如，我们引以为傲的古代“四大发明”( 指南针、火药、造纸、
印刷术) ，都只是属于“技术”，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科学应当是理论性的、系统性的。二是，与
此相关，中国传统哲学也是没有系统的。古代哲学大多以“语录”、“注释”的方式呈现并流传下来，而少
有系统性的著作。对此冯友兰曾提出辩护，说中国的哲学思想虽无“形式系统”，但有“实际系统”。牟
宗三也认同这一点，认为这样的“思想系统”可以通过“抽绎”而出，包括形上学系统与道德哲学系统。
不过显然，有“实际的”思想系统，这只能说是属于后人的解释工作。但无“形式系统”，则明摆的是缺乏
某种逻辑、方法论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缺乏方法论对于中国古代科学与哲学的负面影响。
进入现代阶段以来，中国哲学家们开始关注方法论的问题，并且在逻辑、科学的意义上提出了一些
自己的方法论主张，方法论的意识不断得到增强。梁启超较早提出了哲学研究方法的问题。他说:“哲
学的研究法，大概可分三种:一、问题的研究法。二、时代的研究法。三、宗派的研究法。”②并且认为，无
论研究东方哲学或西方哲学，这三种方法皆可用。他举例说，问题的研究法，例如性善或性恶。时代的
研究法，如把几千年的历史，划分为若干时代，在每个时期中，求其特色。宗派的研究法，如今文学派，古
文学派等。可以看出，梁启超所说的这些方法，除了问题研究法之外，实际上说的是对哲学史的研究方
法，而不是原创性的哲学研究方法。即使是问题研究法，他也没有深入到如何研究“问题”的方法，例
如，到底是“描述”的，还是把握“本质”的方法等等。总之，他并没有能够在逻辑与认识的意义上来论述
方法的问题。
四 冯友兰的“负的”方法的欠缺
与之相比，显然冯友兰的想法是远为成熟，也更令人感兴趣的。前面提到，他区分了正的与负的方
法，尤其是论述了形上学研究的“负的”方法，即直觉的方法，用以与逻辑分析的“正的”方法进行互补，
以此来解决哲学思维所要面对的一方面需要满足科学认识的客观明晰的标准，同时又需处理非经验的
形上学思维所面对的“不可言说”的特殊场景。
从冯友兰有关“负的”方法的论述来看，他这方面的思想与对康德哲学的误读有关。他写道:“康德
可说是曾经应用过形上学的负的方法。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中，他发现了不可知者，即本体。在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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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和其他西方哲学家看来，不可知就是不可知，因而就不能对于它说什么，所以最好是完全放弃形上学，
只讲知识论。”①之所以说冯友兰是误读，首先，康德根本不是要“完全放弃形上学”，而是要通过批判旧
形上学，使之能够改造为一种“科学的”形上学。其次，康德并没有“曾经应用过形上学的负的方法”，而
是区分了“知”(knowing) 与“思”(thinking) 的不同，前者与自然科学的、可经验的现象领域相关，亦即其
对象是可直观的;后者则是与本体的、非经验领域相关，其对象是不可直观的。但即使是对于不可直观
的本体领域，康德也不是采取所谓的“谁若知道了不可知是不可知，谁也就总算对于它有所知”②的态
度，不是采取什么“负的”、直觉的方法，而是采取一种“思”的方法，亦即本体虽不可知，但却是可思的。
“知”与“思”的差别在于，前者是概念与直观的结合，而后者则缺乏直观的支持。因此，“知”是建构性
的，它能够对对象作出明确的规定，而“思”是范导性的，它通过所形成的思想原则，来对认识进行引导。
对于超越于经验之上的“形而上”的对象，即冯友兰称之为“大全”或“大一”者，或者借用康德的用语来
说是“无限者”，它们是否可以言说，又如何言说，这始终构成哲学的一大难题。西方哲学对此的解决之
道，总的趋向是以科学的方式来对待。尽管康德曾经比较合理地提出“知”与“思”的区别，将科学的认
知归之于“知( 识)”的范围，而将形上学划归为“思( 想)”的领地，但在上面我们提及的胡塞尔、海德格
尔以及维特根斯坦的“描述”方法那里，可以看出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主导性思想是排斥形上学的，亦即
排斥对经验现象领域之外的事物的认识与思考，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是，“凡是不能说的，我们就要
保持沉默”。
不过，这样一种实证性的哲学态度在面对形上学的对象时，确实会产生一些问题，也就是只能产生
一种拒斥的态度，就像当年的实证主义提出的意义标准一样，将一切不能经由经验验证的命题，统统归
之为“没有意义”的。这种倾向造成的一个后果是，分析哲学在西方的发展，落入一种对日常语言的琐
碎的分析状态，使得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它原本作为“智慧之学”的魅力，而自贬为某种单纯技术
性的工具。这也无怪乎有的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重又回归形上学，重又谈论诸如“自由意志”这样的传
统叙事。确实，假如哲学要担当起化育人文价值、塑造人类灵魂的使命，那么单从经验的层面来讲心灵
还是远远不够的。心灵的真正崇高的部分，由此还是不能得到提升，人的精神还不能升华到所谓的“天
地境界”之中。然而，这里的问题是，假如真有一种超乎经验的“大全”或“大一”的世界需要哲学来思
考，那么是否冯友兰这一“负的”方法能够担当起方法论的重任?
深究起来，冯友兰的“负的”方法是有欠缺的。假如像他所说的那样，对于终极性的“大全”或“大
一”这样的对象，我们“不说不可言说的东西是什么，而只说它不是什么”，这将会产生如下的问题，即对
于不可言说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仍然不得而知。因而这样的“大全”或“大一”仍然保留为未决的、神秘
的状态。冯友兰以中国画的画法作比喻，认为这种负的方法就如传统国画中“烘云托月”的手法，虽然
本意是要画月，但画家却只在纸上画一大片云彩，而在所画的云彩中留下一个圆的空白，这空白即是月，
或者说，这未画的空白处正是由其不是“云”而显出它是“月”。冯友兰本人颇为欣赏类似并不明说的神
秘状态，认为哲学的顶点具有某种神秘的性质。
然而，哲学毕竟与绘画不同。哲学是一种知识，绘画则是一种艺术。在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之间进
行类比，可能会产生不当的结果。绘画留下的空白，用以引发观赏者的遐想，这是艺术的一种魅力所在。
但哲学不能停留于这样的状态，毕竟哲学是一种思想，而思想是要有所言说，且具有确定性的。即使按
照冯友兰自己的界定———“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③，其目的是确立一理想的人生，这样的反思也不可
能只是“不是什么”，否则这样的思想就不是什么思想，而只是一种“无”。假如说有什么我们的“思”所
无法言说的东西，那只能说是我们对它还没有想清楚。哲学不能成为一种“猜哑谜”之类的东西。神秘
主义不是哲学。即使有些一时说不了的东西，我们也要尽量想办法使其成为可说的，这或者是借助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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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来进行，或者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让它成为可说的。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时代，诸如宇宙起源这样的
“无限者”曾经被看做是不可说的，但是现在科学的发展已经使之成为可说的。即使是像冯友兰本人曾
经认为不可说的“天地境界”，在晚年他也不再把它看作是玄虚的东西，而是更多地从人伦日用方面来
看待，甚至把它看作是孔子的“仁”的境界。
此外，冯友兰将“负的”方法等同于直觉的方法，这也并不怎么恰当。虽然在当代哲学中，直觉方法
的作用与有效性的问题是有争议的。实验哲学的产生，其动因直接针对的就是哲学对直觉方法的依赖。
但即使如此，直觉方法也并不等于是不界说什么的方法，它是有着肯定的结果，是有所言说的。哲学之
“思”可以来自直觉，但其结果必定是有所言说的。不无遗憾的是，假如对于“负的”方法，冯友兰能够进
一步思考它的性质，提炼出一个专有的概念来加以界说，尤其是如果能够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方法
的反思提炼出来，那么这种“负的”方法的性质将会得到更为准确的刻画，也更能彰显中国哲学的特色。
这同中国哲学虽然有着悠久的“六经注我”的实践史，但却未能提炼出“解释学”理论的遗憾是类似的。
挪威哲学的科学论传统
*
———一个方法论上的观察
应 奇
(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紫江特聘教授)
社会科学方法论传统的分裂与西方哲学中所谓“欧洲大陆哲学”与“英美分析哲学”的分裂相始终。
包括挪威哲学的实践学传统在内的北欧数国独具风格的哲学传统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致力于克服现
代西方哲学中上述两大传统之间的严重隔阂和分裂。挪威哲学家不但重视“说什么”，而且重视“如何
说”。①就此而言，可以说挪威哲学“天然地”就是一种“方法论哲学”。在此将尝试提供一个有关挪威智
识状况的初步观察，并着重聚焦于一个方法论上的基本特征，即挪威智识秉性的生成与拓展植根于挪威
哲学实践所确立的深厚的科学论传统。下文首先围绕这一方法论上的关联给出一个简要的说明;其次，
将尝试刻画挪威科学论实践与维特根斯坦哲学之间的深度共振在其智性表达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最
后，将尝试指出这种具有明确地缘标识的方法论实践能够为更为复杂的中国当代实践带来哪些启示。
一
“科学论”对应于挪威语“Vitenskapsteori”，该词通常英译为“the Study of the Sciences and the Human-
ities”，亦即“关于科学与人文研究的研究”，一种“research on research”、“theory of sciences”。在学科探
索的层面上，该路径明显呈现出某种方法论上的反思特征，就此而言，“科学论”隶属一种哲学范畴。事实
上，在科学哲学方法论的框架下，这一探究路径并非挪威哲学所独有，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地缘实践，这种
广义上的方法论探究亦显示出某些独特的面相，并且伴随“二战”后挪威哲学的发展逐渐呈现为一个相对
稳固的智性传统。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所谓“科学论传统”并非是一个单纯的观念史概念，它并不承诺
任何具有特定理论内核的实在的学术共同体，即便实际上的确存在这样的学术生态;这个概念在很大程
度上用来刻画“二战”后挪威哲学所呈现出的特殊的方法论外观，在当代挪威实践哲学以及与维特根斯
坦哲学交融共振的特定视域下，这一方法论内涵将会适时地转译为“实践学(Praxeology)”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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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新形态及中国化研究”( 项目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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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希尔贝克、童世骏主编:《跨越边界的哲学:挪威哲学文集》，童世骏、郁振华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 561页。
诚如当代著名的挪威哲学家奎纳尔·希尔贝克(G．Skirbekk) 所指出，以挪威为代表的北欧国家一
方面在地缘政治文化上以显著的姿态“介于”日耳曼主导的欧洲大陆和大不列颠主导的海洋国家之间，
另一方面，这一点亦导致“二战”后挪威哲学在其内在纹理上与“大陆”、“分析”两种经典哲学范式之间
的深度交融，包括行动导向的维特根斯坦语用哲学、德国现象学传统下的欧陆哲学、语义分析背景下的
英美哲学、社会批判旨趣下的( 后) 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后发崛起的( 后) 实用主义脉络等等。换言之，
“二战”后挪威哲学的历史，即是“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这一“传统鸿沟如何被作为主题加以讨论并
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克服的历史”①。事实上，仅就这种调和与平衡的向度而言，挪威哲学并没有跳出二
十世纪中后叶由后实证主义所主导的智性氛围。但是，如果将这种表面上调和两种传统的宏观视角与
挪威自身地缘实践的微观旨趣结合起来观察，便显示出了一些极其重要的方法论意蕴，这点显著地体现
在两位重要的挪威哲学家的工作中:一位是来自东部内陆的阿恩·内斯(A．Neass) ，另一位即是来自西
部海岸的希尔贝克。
内斯最早的哲学动因开启于与维也纳经验主义的照面。事实上，这位醉心于“高度”的哲学家“介
入”维也纳小组本身就极富象征性:一方面，作为分析哲学重要内核的逻辑经验主义恰恰产生自位于内
陆的奥地利;另一方面，正是这位来自北方高地的哲学家最早指出了逻辑经验主义对经验本身的轻视，
他进而着力将这种无根基的逻辑主义“拉回地面”，由此直接导致了以经验语义学为导向的所谓“奥斯
陆学派”的产生。显然，内斯此时明显抱有一种客观主义的信念，他从根本上将自己的工作视为一种科
学探究(scientific inquiry)。这一旨在为人类行动( 尤其是科学行动) 提供某种客观主义描述的努力引发
了挪威哲学界的广泛争论，内斯本人亦深度介入了这些争论。这一外部驱动加之内在的自主反思最终
促使他从客观主义的经验论逐渐转向了一种“自我反思的怀疑主义”，并最终导向了一种多元可能论的
立场。②关键在于，这一运思路径的转变、深化与扩展从个体层面凸显出“二战”后挪威哲学的整体宏旨
与特征，对此，可以通过以下两个面相来加以刻画:
其一，内斯从一种经验主义的客观化旨趣转向一种可能论的合理化诉求，从而将整个挪威知识阶层
的视界重新拉回到自身特殊的地缘实践，这一点对于开启 20世纪后半叶挪威哲学的实践面相起到了举
足轻重的作用。事实上，从经验论到可能论的外在轨迹下隐含着一条内在的路径，即从关于人类行动一
般原则的形式化解释转向对于具体地缘实践的语用学描述，换言之，内斯力图在“维也纳小组—皮浪—
罗蒂”的理论框架与“斯宾诺莎—甘地—马克思”的实践框架之间秉持某种程度的智性平衡，这种平衡
构成了“二战”后挪威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
其二，实践向度的开启进一步在内斯那里引发了一个更为关键的调整。对于 20世纪西方现代性进
程的全程参与，促使他重新审视作为现代性之核心内驱力的科学探究，并且结合对西方地缘实践以及全
球社会的观察和剖析，深度思考了科学的本性问题。就哲学家个体而言，内斯始终是一个“心灵开放的
可能论者、一个科学研究的快乐的支持者”③，但他对于西方社会的反思逐渐在挪威哲学的整体层面上
激发了一种基于自我反思的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旨趣，以及一种多元化的理论视野与实践格局。这一点
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挪威科学论传统的基本语调。
事实上，这种方法论考察在“二战”后挪威哲学中逐渐形成了一定的特殊性与自主性，这集中地体
现在以下两个围绕“规范性”论题的工作领域: 一方面，是内斯、特伦诺伊(K．Tranoy) 等人对“规范—自
然”这一基本框架的概念重塑，他们立足于一种作为规范体系的方法论视角，深度剖析了当代实践的规
范内涵，并且尝试就“人与社会”、“规范与自然”的关系这些根本问题给予系统的重构。另一方面，是在
德国( 后) 法兰克福学派及批判理论与以概念分析为导向的英美语言哲学之间的对话与交融的背景下
来探索挪威现代性实践的多元内涵。该项工作显著地体现在希尔贝克基于“合理性”概念以及个案导
向的行动分析来思考多元现代性及其内在普遍主义内涵的证成策略;古尔维依(I．Gullvaog) 在合理性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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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下针对合理行动的语用条件分析对哈贝马斯、阿佩尔先验语用学进路的积极接续; 以及格里门(H．
Grimen) 在政治哲学的维度中共置罗尔斯与哈贝马斯、在二者可能的对话与互通的视角下深度解析合理
性的多元内核。
在此无法详细铺陈这些工作的具体理路，但它们的一个相通之处在于均植根于“二战”后挪威的科
学论传统，或者说，正是这些旨趣各异的工作以最为显著和有效的方式印证着该传统的方法论秉性，亦
即在理论与实践、科学与人文、规范与自然、解释与描述、普遍与特殊、统一与多元，内在与外在、学习与
批判等多种维度上保持一种多样化的可贵平衡。进一步，研究策略与主题的多元化在挪威智识领域亦
引入了一些更为复杂的章程，在此拟通过“维特根斯坦及其哲学影响”这一以独特的方式嵌入到“二战”
后挪威智性版图的典型个案来尝试刻画这种复杂性。
二
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对于战后挪威智性阶层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这种影响一方面体现
在哲学研究的层面上，比如雅可比·梅里奥(J．Meloe)、希尔贝克、卡!·库!(C．Kuehl)、谢尔·约翰内
森(K．Johannessen) 等人对于维特根斯坦哲学内涵的阐发和重构，同时也通过卑尔根大学维特根斯坦档
案馆(WAB) 这一系统的学术平台不断加以巩固和深化;另一方面，除了哲学研究，维特根斯坦的影响还
体现在个体行动的层面上，比如他以迥然不同于“剑桥模式”的风格与挪威知识阶层的深度交流，这一
点显著地体现在以德拉戈尼(Draegni) 家族为代表的挪威中产阶级对于中西部挪威精神气质的塑造。
众所周知，维特根斯坦于 1913年夏初访挪威，此后断断续续多次到访，前后加起来大约有两年多，
其中绝大部分时间在位于中西部松恩峡湾腹地的小镇肖伦(Skjolden) 度过。对于年轻的维特根斯坦而
言，有关纯粹逻辑基础的智性诉求与基于亲情友谊的日常生活之间总是存在某种深刻的张力，而这种自
我放逐式的逃遁在某种意义上为平息精神上的困苦起到了一定的疗效。在评估这段经历对于维特根斯
坦本人的影响时，蒙克(Ｒ．Monk) 指出对一种纯粹孤独的渴望对于该时期维特根斯坦的重要意义:“他离
开了社会，抛开了布尔乔亚生活强加给人的义务和期待，包括剑桥和维也纳。他对布尔乔亚生活的恐
惧，部分源于这种生活强加给人的人际关系的肤浅本性，但也部分源于这个事实:面对布尔乔亚生活时，
他自己的天性把一种几乎无法忍受的冲突强加给他———必须抵抗那种生活和必须顺从那种生活这两者
之间的冲突。”①
显然，独处肖伦无疑让他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脱，尽管这种疗效常常显得起伏不定。我们无法准确
判断在肖伦的山居时光对于维特根斯坦内在影响的力度，但可以肯定的是，维特根斯坦在肖伦的两次长
时段停留均牵扯他哲学生涯中“最为燃烧的时刻”:一次是1913 年秋至 1914 年夏初，他完成了《逻辑哲
学论》的初稿;另一次是1936年至 1937年，他潜心聚焦于《哲学研究》的相关主题。他本人亦评价这段
经历是“真正做出了点属于自己的东西”。②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在肖伦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与世隔绝，
他与当地居民( 尤其与德拉戈尼家族) 保持着在剑桥与维也纳不可能出现的社交情谊，他甚至用非常短
的时间就掌握了当地的挪威方言。我们同样无法准确断言这种交流除了给予维特根斯坦某种思考逻辑
所需的平静外，是否还有其他一些更加重要的面向，但一个值得注意的线索是，这种来自外部环境的影
响与内在精神旨趣的相互调合是否在某种意义上企及或者例示着维特根斯坦穷其一生所致力的那种
“让哲学平静下来的状态”? 同样，这种调和还提出了一个更一般的课题: 亦即将外部环境与内在思考
相互关联起来究竟意味着什么? 无论如何，正是在围绕外部环境与内在秩序之间关系的端口触发了一
个挪威科学论传统中至关重要的方法论内涵，亦即一种“实践学”路径的开启。
狭义上的“实践学”概念即指维特根斯坦个案导向的、“情境主义—特殊主义”的方法论面向，而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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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Ｒ．Monk，Wittgenstein:The Duty of Genius，London:Jonatham Cape，1990，p．90．
K．Johannessen(eds．) ，Wittgenstein and Norway，Oslo:Solum Forlag，1994，p．11．
义上则涵盖了一种基于特定方法论共识的个案导向的行动分析。“我们所理解的实践学，是对在人类
行动与它们的承担者之间，与它们在我们的日常世界中所指向的事物之间的相互交织的方式的概念分
析和反思性讨论”①。在一定程度上，挪威( 实践) 哲学秉持了这一来自维特根斯坦的方法论上的基本教
导，并且自主地深化扩展为一个相对系统的智性格局，后者通常被标示为“情境语用学”这一概念。希
尔贝克在《情境语用学与普遍语用学———实践学的语用学与先验语用学的相互批判》一文中对此给予
了详细的剖析。在他看来，作为一种“行动论”，情境语用学旨在推行某种实质性的探究:即就知识与行
动之间某些“构成性的关联”、就“内在于行动的前提”、就“构成行动的洞见和能力的预设”进行分析。②
但是，希尔贝克同时指出了情境语用学的实践学进路自身的问题所在:一方面，情境语用学的反理论旨
趣通常排除了哲学活动本身作为情境的可能性，因而缺乏反思性;另一方面，情境语用学对于个案和例
证的择取过于简单和狭隘。他由此强调现代实践的复杂性，试图指出情境主义的实践学所承诺的某种
深刻的意识形态内涵，并且结合对哈贝马斯与阿佩尔先验语用学合理性要素的析取，进一步将这一改进
了的实践学的方法论框架运用到对挪威现代性地缘实践的剖析，最终指向一种多元论的内在普遍主义
内核的证成。无论将一种情境主义的实践学归于维特根斯坦是否契合于后者的真实旨趣，仅就这种方
法论的重构并以此尝试刻画当代实践的复杂特征而言，希尔贝克的诠释无疑既是对维特根斯坦哲学之
实践面向的一次富有启发性的展示，同时也为理解北欧地缘实践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视点。
显然，希尔贝克已触及一个识别战后挪威智性状况的重要坐标: 即在日常、现成与实践之间捕捉某
种深层的关联。在某种程度上，他将来自维特根斯坦的方法论影响与海德格尔关乎情绪的生存论意蕴
并置于这一特定的坐标下，尽管就海德格尔而言，其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基于其生存论哲学的非政治文化
内涵对战后挪威现实状况，以及有关挪威与德国之间关系的一种超出地缘政治视角的反思。无论如何，
维特根斯坦对于语用实践之情境性的强调与海德格尔关于日常生活之生存情绪的剖析在挪威科学论传
统中合力形塑为一种特殊的智性品格，一种“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式的”精神气质: 它一方面紧密地
依循挪威特殊的地缘环境试图捕捉那些激发主体“第二自然”属性的核心要素，比如内斯的“深生态”观
念;另一方面，亦尝试突破特定的地缘界限在更广阔的现代实践中寻求表达与理解，比如希尔贝克长期
所致力的挪威的“小国”实践在整体现代性实践中的角色定位。就此而言，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在挪
威的相遇，不但与那种“二战”后整体上弥合两大传统的智性氛围相合，同时还在一个极富戏剧意味的
图景中得到了某种强化:来自东部高地的内斯在其自北向南的征程中勾织出一个垂直的维度，而来自西
部海岸的希尔贝克则在其自西向东的驻足中镌刻了一个平行的维度，在峡湾与山地交错的中部维特根
斯坦的行动教导下，二者合力在日常与现成之间秉持着一种深刻的动态平衡，后者为挪威科学论传统提
供了某种至关重要的内驱力。
三
这些观察引发了一个相关的讨论:即如何将这一基于科学论传统的方法论反思从关于挪威局部实
践的一种单纯的描述推进到为其他地缘实践提供建设性的考量。事实上，当下中国( 同样包括欧洲与
北美) 的现实状况无疑为此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论域，我们不妨从以下三个角度来尝试刻画这种借鉴的
可能性。首先，是一种自我指涉的反思性品格的确立。在当代语境下，挪威社会整体上呈现出一个较为
立体和全息的社会镜像，而这一地缘实践遵循其独特的精神气质亦不断地寻求新的表达和理解。这在
某种程度上启发当代中国的哲学和公共论述应当突破“古—今”、“中—西”、“普遍—特殊”、“学习—批
判”、“规范—自然”等观念壁垒，尝试寻求更富韧性的叙事角度，借此在当代实践中强化一种自我反思
的智识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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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挪威］希尔贝克:《情境语用学与普遍语用学:实践学的语用学与先验语用学的相互批判》，载《跨越边界的哲学:挪威哲学文
集》，童世骏、郁振华等译，第 384页;第385页。
其次，关乎一种多元化的、跨学科研究视点的确立。事实上，不难将挪威哲学对于不同智性范型的
整合视为这一“跨界”实践的经典案例。作为一种“小国”实践，挪威哲学内在地吁求与不同文化范型之
间的交流，甚至因本土文化条件而显示出某种“结构上的自我反思和角色担当”①，这一点集中地体现在
希尔贝克基于论辩商谈的视角对于合理性与规范性内涵的重塑。诚然，中国作为一种“大国”实践拥有
其稳固的地缘文化传统，但这一点不应成为固步于自我抒怀的壁垒，而是应当努力将这种地缘特征付诸
一种清晰有力的表达与叙述，并在当下的现代化进程中寻求与不同视界之间的深度融合。而在学科组
织层面上，这应当体现为对一种多元化的、跨学科的方法论向度的强化。
第三，一种关于日常生活的实践学反思的开启。随着渐趋多极化的社会政治文化态势，平衡整体价
值与个体意志之间的分歧冲突愈显紧迫，而挪威的现代社会实践表明，对于日常生活的一种外在机制性
干预的有效实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种兼具稳定性与机动性的智性环境，后者植根于一种基于实践学
的、合理导向的大众文化共识。面对一个多元化的现代性状况，如果一种合理化的理解与实践仍是一个
值得期许的向度，那么就应当尽可能在既定情况下的不同层面上寻求改进。而北欧现代化过程业已启
示当代智性阶层，应当致力于寻求某种适度自持、宽容开放的社会镜像，以此引导当代社会走向一种文
化上有意义的生活。
如何解读冯赖特对实践推理有效性的理解?
*
张留华
(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一 实践推理问题之重要与棘手
“实践推理”(practical reasoning、practical inference或 practical syllogism②) ，在逻辑学之父亚里士多
德那里，是与“理论推理”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但是，后来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几乎全部聚焦在理论推
理上，长期无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推理之说，尤其是在现代数理逻辑诞生之后。这种局面的改观发生在
1957年安斯康姆《意向》一书的出版之后。该书不仅认为:实践推理是亚里士多德的著名发现之一，“我
们只有首先理解‘实践推理’才能理解‘实践知识’这一概念”③，而且强调:实践推理本身并不是伦理问
题，它带有亟待澄清的逻辑特征。④可以说，当代分析哲学中对于实践推理的研究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与
安斯康姆联系在一起。而在安斯康姆之后，冯赖特对于实践推理的研究工作可算是格外引人注目。这
不仅仅是因为冯赖特作为职业逻辑学家，比安斯康姆等人有着更多标准意义上的“现代逻辑”贡献，⑤因
此有可能被认为更有资格解决实践推理这一逻辑问题。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在其名著《解释与理解》一
书中对于实践推理的逻辑有效性做出了严格论证，并把实践推理抬高到人文科学方法论的高度，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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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②
③④
⑤
［挪威］希尔贝克、童世骏主编:《跨越边界的哲学:挪威哲学文集》，童世骏、郁振华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 10页。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逻辑哲学重大前沿问题研究”(17ZDA024)。
Practical syllogism，一般译为“实践三段论”，但在亚里士多德本人那里，syllogism本意为“推理”，并不拘于“三段”，因此，其意与
practical reasoning并无两样。还有些文献喜欢用 practical inference而非 practical reasoning，但在逻辑学上，inference与 reasoning通常并无
严格的或得到认可的区分。
［英］安斯康姆:《意向》( 第2版) ，张留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 60页;第68、81页。
冯赖特在现代逻辑史上( 尤其是在非经典逻辑研究方面) 的贡献有目共睹，主要体现在他的《论模态逻辑》、《道义逻辑》、《偏好
逻辑》等作品中。
“实践推理为人文类科学提供了它们方法论中长期缺失的某种东西”①: 实践推理之于目的论解释及历
史学等人文类科学中解释的关系，犹如因果模型( 包括现代的演绎—法则学解释模型) 之于自然科学中
解释的关系。②
然而，实践推理不只是一个重要的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即使是一位职业逻辑学家，要处理实践推
理的逻辑效力，也绝非易事。众所周知，冯赖特是现代道义逻辑( 非经典逻辑分支之一，可归属于广义
模态逻辑) 的奠基人。他在有关行动方面的形式逻辑研究推动并帮助了他对于实践推理问题的思考，
但是，前者从根本上是理论推理上的工作，理论推理与实践推理之间的差异决定了不能把前者成果简单
地应用于后者。最典型的一点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有一个实践推理，其中两个前
提分别是“所有甜的东西都应该品尝一下”和“这东西是甜的”，但是，结论并不是类似“这东西应该品尝
一下”这样的“规范命题”或“道义命题”( 即道义逻辑中的合式句子) ，而是: 如果能够做到并且未受阻
碍的话，你一定会去立即品尝一下这东西。此种实践推理与道义逻辑中“理论推理”的根本差别是: 它
导致行动或直接以行动为结论，而作为道义推理之结论的“这东西应该品尝一下”则在逻辑上可能完全
与行动无关。有人可能会认为带有此种“实践性”结论的推理一定是无效的，即，无法从那两个前提必
然地推出这个结论，但是，亚里士多德提出此种实践推理时，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当两个前提在理论推
理中组合起来时，我们的心灵被迫肯定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地，当它们作为实践推理的前提时，我们被迫
立刻行动。”③也就是说，至少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实践推理之结论的得出也应该可以像普通的“理
论推理”那样具有某种逻辑必然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听到冯赖特说:亚里士多德对于实践推理
所说的“最令人兴奋的事情”是这种推理的结论就是行动。④所谓“令人兴奋”，言外之意便是:此等困难
的事情，亚里士多德到底如何做到的呢?
二 冯赖特关于实践推理有效性的“矛盾”说法
冯赖特在《解释与理解》一书的“意向性和目的论解释”一章中，以下列型式表示实践推理并在此基
础上论述实践推理的逻辑效力:
从现在起，A意欲在时间 t引发 p。
从现在起，A考虑，除非他最迟在时间 t'做 a，他不能在时间 t引发 p。
因此，最迟在他认为时间 t'到来的时候，A动身去做 a，除非他忘记了那个时间或受阻了。
冯赖特相信，此种型式中前提对于结论有一种约束力。而为了表明此种约束力不是因果上的而
是逻辑上的，他先考察有关实践推理之前提与结论的证实问题。考察结果显示:“对于实践论证之结
论的证实预设了:我们能证实对应的一组前提，它们可以在逻辑上推致(entail) 那个经观察已发生的行
为在结论中所给予它的描述是意向性的。所以，我们不再可以肯定这些前提而否定结论，即，否定对于
已观察行为所给予的那种描述的正确性。……对于实践论证之前提的证实同样也预设了: 我们能挑选
出某一项得到见证的行为，认为它在通过那些前提本身(‘直接’证实) 或其他某组可以推致当下论证之
前提的前提(‘外部’证实) 所赋予的描述之下是意向性的。”⑤也就是说，实践推理中前提证实与结论证
实是彼此依存的。这种证实程序上的依存性，可以表明实践推理中前提与结论之间具有逻辑上的联系。
然而，在承认这一点的同时，冯赖特意识到:在我们谈论前提或结论的证实程序时，已经预设了某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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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G．H． von Wright，Explanation and Understanding，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1，p．27;pp．115—116．
作为对于前期观点的一种修正，冯赖特后来对于实践推理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进行了弱化处理。他说:我们远远不能认为
所有人类行动都跟实践推理型式有关，“但是，许许多多的行动都是这样的，而且此种型式在行动解释中具有某种关键性的地位。”(G．H．
von Wright，“Ｒeplys”，in Essays on Explanation and Understanding:Studies in the Foundation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edited by Juha-
Manninem and Ｒaimo Tuomela，Dordrecht-Holland:D．Ｒ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76，p．394．)
转引自 G．H． von Wright，Practical Inference，The Philosophical Ｒeview，Vol．72，No．2，1963，p．159。
G．H． von Wright，On So-Called Practical Inference，Acta Sociologica，Vol．15，No．1，1972，p．39．
行为即“行动 a”的存在，而我们其实并无法保证“该事实行为”一定存在。譬如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
极端的情况:某一主体意欲引发p( 譬如射杀暴君) 并考虑到为此目的有必要做a( 譬如开枪)。他也认
为是时候该行动了( 时间t'已到)。他站在这位凶残的人面前，用装有子弹的手枪瞄准他。但是，什么也
没发生，可以说，他真实来讲什么也没做。①这里，第一前提和第二前提仍旧维持为真，他也没有因为“瘫
痪”等原因而受阻，更没有忘记时间，然而，就是没有出现“开枪”这一行为，他压根儿就没开始做。②冯赖
特谨慎地表示:这种极端情况的可能出现，“表明实践推理的结论［行动］不会由前提逻辑必然地得出。
……［因为］实践推理的前提并非逻辑必然地推致行为。……只有在行动已经出现而且构建了实践论
证去解释它或为其辩护时，我们才具有一种逻辑上的定论。我们可以说，实践推理型式的必然性是事实
出现之后所认识到的必然性(a necessity conceived ex post actu)”③。
实践推理的“必然性”，是“事实出现之后所认识到的必然性”。这种听上去很新颖的说法，到底是
什么意思呢? 冯赖特最终是肯定了实践推理可以具有逻辑有效性，还是否定了呢? 他一方面从证实程
序上证明上述实践推理型式前提与结论之间具有逻辑联系，并且承认那是一种必然性( 尽管只是在事
实出现之后才认识到的) ，因而等于是说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关系是逻辑上必然的;另一方面却基于那种
极端情形的存在而直接否定作为结论的行动能从前提“逻辑上必然地得出”。这种近乎矛盾的说法令
读者费解，难以识别。不仅是在 1971年发表的《解释与理解》一书中，我们看到，他在两年之后的一次
讲演中尽管承认实践推理中的确有一种义理上的(conceptual) 联系，却依然重申:“认为……在实践论证
的前提与结论之间存在一种逻辑推致(logical entailment) 关系，这是我本人及其他人一直在犯的一种错
误。”④他否定“逻辑推致关系”的存在，是否意味着他否定实践推理可以具有逻辑上的有效性呢?
三 “矛盾”言辞背后的“合理”立场
通常来讲，所谓逻辑有效性就是指逻辑必然性。但是，单从字面来讲，我们很难说冯赖特否定了
实践推理的逻辑必然性。因为这不仅是他在 1971 年论证时所间接承认的，而且是他早在 1963 年的
《实践推理》一文中就明确表示过的观点⑤，还是他后来在 1972 年《论所谓的实践推理》一文中所认同
的说法⑥。只是他每次在断言实践推理具有逻辑必然性时总会加上某种“理解上”的限制。那么，他到
底在担忧什么呢? 或许，他是在提醒读者在理解实践推理的有效性时不要加上一种错误设定。
笔者猜测，他所担忧的“错误设定”很可能是这样的。许多人( 包括不少逻辑学家和哲学家) 在潜意
识中( 模糊地) 觉得，逻辑推理的结论是严格决定的、不容置疑的东西。正如我们不会怀疑( 被认为) 经
过严密逻辑证明出来的数学定理一样，我们也应该接受其他一切满足逻辑有效性( 必然性) 之推理的结
论。理论推理如此，实践推理也应如此。因此，如果说某个真正可谓“实践上的”推理已被声称是逻辑
上有效的，则意味着我们可以毫无疑义地接受其结论，即，导致某某行动。但是，正是在这里，敏感的人
嗅到了“危险的后果”———“先定论”或“命定论”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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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这当然也不是指主体克制做事。因为，在冯赖特看来，克制属于意向性的非行动，意向性地避免将意向付诸实际乃意向的改变。
而这种情况下，实践推理“消解了”，其逻辑有效性问题也随之消失。
冯赖特后来可能意识到，之所以会存在此种“极端情形”是因为在实践推理的前提成立与实际采取行动之间总是存在着时间
差，而在这个时间差内，本质上具有陌生性的生活经验将使得各种意外和难以想象的偶然情况发生，从而使得行动主体有理由不采取
“行动 a”。为此，他曾提议在推理型式中设定前提与结论具有同时性，但那样一来，由于“行动 a”在前提成立的同时已经存在，并不是
“推理而得来”的，所以所谓的“实践推理”已经失去真正的“推理”特征。参看 G．H． von Wright，On So-Called Practical Inference，ActaSo-
ciologica，Vol．15，No．1，1972，pp．45—51。
G．H． von Wright，Explanation and Understanding，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1，p．117．
G．H． von Wright，“Determinism and the Study of Man”，in Essays on Explanation and Understanding:Studies in the Foundations of Hu-
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edited by JuhaManninem and ＲaimoTuomela，Dordrecht-Holland:D．Ｒ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76，p．422．这篇
文章虽然首次以公开形式收集在 1976年出版的这部文集中，但它最初是作为 1973的一次会议报告而发表的。
G．H． von Wright，Practical Inference，The Philosophical Ｒeview，Vol．72，No．2，1963，p．166．
G．H． von Wright，On So-Called Practical Inference，ActaSociologica，Vol．15，No．1，1972，p．45．
冯赖特当然知道这种“后果”的危险性，也肯定希望读者对于有关实践推理之逻辑效力的说法不要
带有这样的联想。于是，为了提醒读者自己所说的“逻辑必然性”( 逻辑有效性) 不会导致“先定论”或
“命定论”的后果，他刚说完实践推理型式中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必然性是逻辑上的，又表示作为结论的
那个“行动 a”有可能并不会真的出现，因而并不是“逻辑上必然得出的”。当他否定实践推理前提与结
论之间具有“逻辑推致”关系时，笔者相信，他所想要排除的也正是那种威胁自由意志的“命定论”。他
想要说:当我们说实践推理前提与结论之间具有逻辑必然性时，所指的只是前提与结论在义理上的联
系，并不涉及任何“事实行为”。
经过如此“同情地理解”，冯赖特的说法似乎不那么显得矛盾了。但是，从哲学术语之伦理要求①的
角度来讲，笔者要说，冯赖特跌入了“语言陷阱”，而这是他自己的错误。倘若他谨慎选择用词，他原本
可以把实践推理之逻辑效力讲得更加到位。
冯赖特在哲学语言表达上的最大失误是没有清楚表明:前提与结论之间的“逻辑联系”到底会有什
么后果，或者说，所谓的逻辑有效性或必然性对于行动主体到底有什么样的要求? 赖尔在《“过去早就
是这样了”》一文中回答未来偶然命题之难时，已经为我们证明: 逻辑上的事情并不能影响自然事件的
进程，而如果有哲学家企图把“逻辑上的有效性”概念应用于自然事件，那就是典型的概念领地“误闯”，
即，所谓的“范畴谬误”。与赖尔那里所直接处理的问题相比，实践推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譬如，它直
接涉及人的意志与认知( 而不只是外部自然)。尤其是，对于实践推理中的前提和结论是否称得上命
题，存有很大争议。但是，不管怎样，任何人都无法将未发生的“某某事件”真的塞进实践推理型式中，
我们实际上能做的都只是对于“某某事件”的描述。即便在所谓真正“实践上的”推理中要求把“行动”
作为结论，但一经将其放到那个位置上去，它就脱离了变动不居的大自然( 包括人之意志和认知) 进程，
从而变成了对于“某某行动”的描述( 这种描述的实质是要求某某行动不能与前提描述存在逻辑上的不
一致) 而已。事实上，只有在行动可以指定并挑拣出来( 摆在我们面前或意识中) 之后，我们才可以说
“该行动”;在此之前，我们可以谈论“一种行动”，但所描述的行动类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实际行动，我
们并没有说出来，即，不能在实际行动到来之前为行动加上“该”(the action) ，严格来讲也不能被命名。
正如善于日常语言分析的赖尔敏锐地指出的那样，你可以说“我原本可以忍住不发出笑声”，却不能说
“我原本可以不发出那一声笑”;“因为假若我忍住了没有发出笑声，压根儿就没有笑声，也不会有那一
声笑了。我无法合乎逻辑地忍住它(it)。因为它是未能忍得住的那一声笑。它发生过了，这一事实在
我提及‘那一声笑’时已经包含在其中了”②。
这里所提供的洞见非常重要! 由此，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明白:当冯赖特断言某某实践推理型式为有
效式或具有逻辑必然性时，其中的“行动 a”并不是那个有待发生的、可以严格被命名的、“活着”的“该
行动”，而只是对于从大自然进程( 生活世界) 中抽离出去的、“已死去”的行动的描述;另一方面，当他说
我们无法保证从所建构论证之前提一定得到作为结论之行动( 因而具有偶然性) 时，其实，他所谓的“行
动”已离开“实践推理”型式而“重新回到”了大自然进程( 生活世界) 当中，此时的“行动”又变成了“活
着的”。需要铭记，我们的实践推理所针对的“行动”只能是“已死去”的行动，否则的话，我们根本就无
法在推理型式中合法地谈论( 描述) 它。所以，当把“逻辑必然性”一词应用于此种“行动”( 即行动描
述) 时，我们所谓“某某行动作为结论必然得出”的说法可以得到很好地理解。但是，当像冯赖特那样不
经意地将其用于只存在于大自然进程( 包括人的自由意志) 当中的“活着”的行动时，“逻辑必然性”一词
已被误用了。他关于实践推理之逻辑效力的论证后果之所以看起来“动摇”或“矛盾”，根源尽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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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看 Charles S．Peirce，The Essential Peirce，vol．2，edited by the Peirce Edition Project，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
sity Press，1998，pp．263—266。也可参看张留华:《哲学语言及其术语伦理》，《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 12期。
Gilbert Ｒyle，Dilemmas:The Tanner Lectures 1953，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4，p．26．赖尔还提醒我们，即便是在
幻想未来的小说中，( 英语) 小说家在描述主人公的事件或行为时，总是采用过去时态而非未来时态。其中的道理，对于我们理解事件或
行动很有启发。
总之，冯赖特大可不必在断言实践推理具有“逻辑有效性”之后表示担忧，因为正如他已经认识到，
但由于误入语言陷阱而未能讲清楚的，实践推理之逻辑效力并不等于自然强制力( 就像开枪引起震动
一样)。在笔者看来，当安斯康姆强调“实践推理中前提与作为结论的行动之间的关系是: 前提表明了
行动有何好处、有何用处”时，她也是承认这一点的。①我们有关实践推理之逻辑有效性的断定，并不会
依仗所谓的“逻辑必然性”干预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与大自然合为一体的、经验的世界中的“偶然性”
( 或曰“陌生性”) ，也不会“预先”决定我们是否真的采取了行动。即便是主体真的采取了行动，而且果
真是因为某种实践推理而采取的行动，该行动也不会是此前在推理型式中所设定的“行动 a”，顶多只能
说他现在的行动符合当初推理时被标记为“行动 a”的行动描述，此即所谓“言行一致”。但不能忘记，此
种“言行一致”是他作为一个人凭着自由意志做到的，而不是因为实践推理的逻辑必然性“强制产生”出
来的。一个人做事之前尽可思虑推理，但“先行的”推理永远替代不了做事之“实际行动”。
规范性理由、循环论证与参与性观察
徐 竹
(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之一，就是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个人总是“为着某些理由而行动”。某些
理由是行动者信念与行动的有力向导，而另一些理由则往往只是用于解释我们的信念与行动，只是为了
让它们更容易理解。所以，从常识直觉上说，规范性理由与解释性理由之间就存在着一条明确的界限，
但在实际的例子中，我们又常常用某些引导人们行动的规范性理由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就社会科学的
解释而言，规范性理由的地位就具有争议性。以规范性理由作解释，就意味着在本体论上承诺了相应的
规范性事实;而在自然主义者的视野中，世界中哪里存在着那些诡异的、神秘的规范性事实呢? 因而，作
出这样一些本体论承诺的解释也很难被看作是“科学的”。
特纳(S．Turner) 就这样批评规范性的概念:“所谓规范性，即是关于某种非自然的、非经验的，被描
述为是必然的、内在的事物的统称，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为实际情况提供着解释和说明。”②在特纳看来，
当代很多哲学家都是“规范论者”，包括科斯嘉(C．Korsgaard)、克里普克、刘易斯(D．Lewis)、塞拉斯
(W．Sellars)、麦克道尔(J．McDowell) 和布兰顿(Ｒ．Brandom) 等人，他们“否认我们无需染指规范性考量
就能够直接地刻画信念与对话的价值，比如不必去关注某个推论是否是合理性的，就像科学实践所
做的那样”③相反地，特纳试图反驳规范论的立场，主张规范性理由对社会科学的解释没有任何实质的
贡献:
对于任何规范性理论，社会科学的或自然主义的替代性选择总是存在的，它们解释相同的对
象，或是经验上等同的东西。规范论者必须主张，存在着某些自然主义或社会科学所不能解释的、
增添上去的规范性要素。而我将表明，这些主张都会失败:它们所能做的不过是把矛盾推后，而这
会使问题在下一层次上重新出现。因为新增添上去的要素也仍然可以有社会科学的解释，而不同
于规范性解释。④
特纳的主要理由是所谓“循环论证”(the circularity argument)。例如，论证语言的规范性只需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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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③
④
G．E．M．Anscombe，Human Life，Action and Ethics，edited by Mary Geach and Luke Gormally，Imprint Academic，2005，p．114．
［美］斯蒂芬·特纳:《解释规范》，贺敏年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 5—6页;第9页。
Steven Turner，“The Naturalistic Moment in Normativism”，in Normativity and Naturalism in th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Mark
Ｒisjord(eds．)． New York:Ｒoutledge，2016，p．10．
步:首先是用证成的术语来定义语言，其次是对证成采用一种规范性概念①。这显然是一种恶性循环，
因为规范性的概念本应该是有待于论证的结论，而现在却已经出现在前提中。这样的循环并不仅仅存
在于语言的规范性解释，甚至可以说是存在于所有对规范性之不可或缺性的论证。而这进一步带来了
如何识别真实规范的问题:既然规范性的概念总已经被假设为论证的前提，那么似乎就不再有能够确立
真实规范性的独立标准。“区分真正的规范和‘错误地相信为规范’似乎并不是那种在不提及规范性理
论的情况下就可以做出的区分。”②换句话说，这很类似于在规范论解释上的“观察渗透理论”论旨:规范
性解释的对象并不能独立于对规范性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由规范性理由所构建的解释也只能是相
对主义的结果，而缺乏科学认识通常所追求的那种客观性。
如果这一论证能够成立，规范性理由就只能提供相对主义的解释，而算不上是对社会现象的科学说
明。但是，循环论证的确也面对着合理的质疑:如果它正是立足于规范性认知的“观察渗透理论”论旨，
那么这一论旨究竟能否成立，并不能仅仅取决于抽象的思辨，而必须有深入对规范的经验认知的考察。
对社会科学家来说，参与性观察是从经验上认知规范性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种在自然主义的设
定中搜集数据的方法，其中民族志学者观察并且 /或者参与所研究对象从事的常规与非常规活动”③。
马林诺夫斯基最早把参与性观察作为开展民族志和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认为这将使社会科学家转
向“理解土著人的观点、他和生活的关系，认识他眼中的他的世界”④。
科学实践中通常使用的是纯粹的观察。与此相比，参与性观察更加强调置身于土著人的活动之中，
而不只是做纯粹的旁观者。“参与的观察者……将会同时具备局内人(insider) 与局外人(outsider) 的经
验”⑤。之所以质性的研究者需要像他们所研究的内行人那样参与社会实践，乃是因为他们不能仅从土
著人的清晰表述中得知实践的规范性内涵。“外显的文化构成了我们所知的一部分，这是人们能够相
对容易地交流的知识层次。”然而，“我们文化知识的一大部分却仍处于默会的层面，不为我们所觉
察。”⑥因此，为了能清晰表达默会的规范性知识，质性研究者就必须首先参与土著人的社会实践，成为
其共同体的一部分，也能够默会地把握相同的能力知识;在此基础上，当他再次返回旁观者立场时，就能
够阐明他从参与实践中习得的东西。
但是，在参与与观察之间无疑存在着某种张力。“参与就意味着情感性的卷入;而观察则要求某种
疏离。令人担忧的是，如何能在同情他人的同时追求科学的客观性。”⑦但是，这种张力在质性研究中也
可以有创造性的而非仅仅是消极的面向。“做得好的话，参与性观察会让田野调查者成为数据采集与
分析的工具。”⑧沉浸在一项实践中会获得土著人理解规范性的观点，这通常是纯粹旁观式的观察所不
能获得的，从而也就有可能以一种更深刻、更令人信服的方式，呈现土著人参与实践的经验，呈现出从他
们自己的观点对自己的实践及其规范性的理解。换句话说，如果参与性观察能够获得客观的知识，那么
这绝不会仅仅来自这一方法的观察维度，而是必须依赖于其观察维度与参与维度的适当的相互作用。
以此观之，特纳“循环论证”的缺陷在于，只关注了纯粹的观察维度，而没有看到参与维度所发挥的
实质作用。在《解释规范》中，特纳具体讨论了一个参与性观察的例子。法国人类学家毛斯(Marcel
Mauss) 曾经在对毛利人的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礼物交换理论。在毛利人看来，礼物似乎被赋予了某种
神秘的力量，他们称为“hau”，要求得到礼物的一方也要拿出东西来返还给赠与的一方。从一个自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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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观点出发，毛斯以祛魅的方式重新描述了 hau，以解释为什么毛利人都持有与之相关的规范性信
念，但祛魅的解释本身却不必像毛利人那样承诺有相应的规范性事实存在。而在特纳看来，毛斯的社会
学解释对规范论立场而言是不充分的。规范论者会主张，hau的规范性特征只有在毛利人实践的“内行
人”眼中才能呈现出来。而这又会是一个典型的循环论证:
诸如毛斯所提供的那种重述，毛利人必定会加以拒斥，把它当作是一种偷换主题。但困难之处
在于，很难看清楚规范论者在对 hau提供某种特定方式的说明时，究竟是如何规避了这样的风险，
即至少没有为如下这样的可能性留下余地:那种特定的说明方式同样可以用来解释某些他自己所
偏好的规范性样式。①
换句话说，尽管规范论者似乎有理由相信自然主义解释的不充分性，但这实际上源于他们已经对所
要解释的对象假设了规范性的概念。这样一来，他们对自然主义解释的“不充分性”论证就不公允了，
因为既然可以预先假设被解释项的规范性概念，那么也就有可能在规范论者所偏好的任何项目上作同
样的处理，从而也就从一开始就假定了总有某些规范性的事实落在自然主义的解释之外。因此也就无
所谓解释“充分性”的客观标准了。而一旦我们把规范论者所接受这种恶性循环去除，就立刻可以看
到，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规范性理由为自然主义的解释能增添任何实质性的内容。
然而，考虑“参与”和“观察”的不同功能，规范论者仍有可能解决这种循环。对参与性的观察者而
言，他所要做的并不只是纯粹地观察毛利人社会中的“hau”，而是要首先参与到与这一规范相关的实践
中，像共同体的成员那样把握“hau”的默会知识。这并不一定会妨碍最终的观察结果的客观性，反而正
是这种参与性的经验才使得对规范性机制的可靠描述成为可能。显然，这就依赖于我们如何界定“参
与”与“观察”的关系。
参与性观察既有“参与”的维度，又有“观察”的维度，而这两个维度一般被认为是相互竞争的。越少
参与、介入社会实践的观察似乎就越客观，因为参与总是意味着某种主观的或第一人称的视角，而纯粹的
观察则总是以追求知识的客观性为依归。但从另一方面说，参与土著人的社会实践又总是必要的。参与
性观察者要想获得某些在纯粹的观察中不可能得到的新的经验材料，就必须首先学会如何像土著人那样
去行动。参与性观察的“竞争性模型”要求保持“参与”和“观察”之间的平衡。即便参与性观察者已经是
土著人共同体的成员，他也还是应该谨慎对待第一人称视角的评判与判断，因为它有可能潜在地伤害观察
结果的客观性。要避免这种后果，就需要减少不适当的参与性面向，这也正是竞争性关系的必要结论。
然而，仅仅把参与和观察描述为竞争性关系，可能是太过于简化了。参与性观察者不仅会观察共同
体中的其他成员与周边环境，而且也会观察自我。参与性观察者必须保持比一般的纯粹参与者更为敏
锐的内省意识。泰德洛克(B．Tedlock) 指出，从1970年代以来，文化人类学及其相关领域发生了一次重
要的转折，从“参与性观察”转向“对参与的观察”。②为了观察自己的参与性面向，参与性观察者并不只
是在回忆自己的第一人称经验，而是基于某些社会科学理论来反思田野工作，撰写叙事性的民族志，以
确定那些构成其参与性经验的关键要素。
参与性观察者所开展的这种内省，亦即是“对参与的观察”表明，可以不把“参与”和“观察”的关系
界定为竞争性的关系。毋宁说它主张以“层级模型”来刻画两个面向之间的关系，从而区别于竞争性模
型。层级模型表明，参与性维度与观察性维度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紧密关联，尽管两者处于不同的层
级。第一层级是第一人称视角中的参与性经验，参与性观察者应该尽可能沉浸于土著人的生活方式中。
否则，参与性观察就不可能产生新的、由纯粹观察不可能发现的洞见。而在第二层级上，参与性观察者
就不仅观察他人与周边环境，而且也观察从第一层级中获得的自己的经验。对参与的观察总是预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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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中的某些规范性理论，以便解释她为何以如此这般的方式获得经验，并因此获得对参与性经验
的自然主义解释。根据层级模型，只有第一层级允许由规范性理由来解释行动，这是感知规范性的崭新
来源;只有第二层级将会是表征土著人实践的纯粹观察，以某种虽然客观但却肤浅的方式表征实践。令
人信服的规范性理论应该同时包含着两个层面:不仅仅与共同体中其他成员一起经历实践的参与，而且
更能够对参与性经验作内省的观察，也就是对参与本身的观察。
这种参与性观察的“层级模型”将有助于规范论者回应特纳的“循环论证”批评。还以毛利人的 hau
为例。如前所述，规范论者会认为，毛斯的社会学解释如果没有规范性理由就不可能抓住毛利人的真实
理解。而在特纳看来，规范论的观点也是一种循环论证，因为它从一开始已经把毛利人的 hau 假设为某
种规范性事实，尔后又以此为前提论证自然主义解释的不充分性。
然而，为了解释毛利人遵从 hau的实践，人类学家不仅要观察环境、他人行动与自己的参与，而且首
要地是参与毛利人的实践，把握毛利人社会中共享的有关 hau的默会知识，并证明她自己是在这方面的
可靠评价者。因此，在参与性维度中的人类学家就要把 hau看作一种规范性事实，并作为解释他人行动
的理由。如果她做不到这一点，或者说不知道如何做到，那么参与性的观察者就不能证明自己也具备了
毛利人共同体的成员资格，而她所能得到的也就只能是纯粹观察的结果，而不能获得某些只有参与性观
察才能得到的崭新经验。
但是，以与 hau相关的规范性理由作解释，并不意味着在最终的社会学理论中承诺任何讨论规范性
的假设。这完全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事情。在第一层级上，参与性维度包含着以规范性理由构成的解释;
而在第二层级上，观察者的参与性活动本身也成为观察的对象。在观察性维度中，前一层级中获得的参
与性经验将会在理论观点中被重新建构起来，以表明这些经验如何能够被某些超越第一人称观点的要
素所构成，因而也就能够避免恶性循环而重新获得客观性地位。
另一个循环论证的批评乃是针对拉兹(Joseph Ｒaz) 的，他也认为，规范性理由所提供的是“更好的、
更有综合性的解释，回应了对行动的更宽泛的兴趣”①。然而，特纳却批评说，这只不过是因为拉兹认为
“‘兴趣’为规范性理由的辩护提供了终结点，正像他主张规范性理由也是解释的终结点一样。但相反
地，这里的辩护是循环的:为这里的论断作支撑的乃是一些非社会科学的‘兴趣’，而这只不过是规范论
者为了证明某些具体理由而偏袒了这些兴趣”②。
如果拉兹接受参与性观察的层级模型，那么他就有理由回击这种归因给他的循环论证的指责。在
参与性的面向，以规范性理由构成的解释的确包含了“规范论者为了证明某些具体理由而偏袒的兴
趣”，假如没有这些兴趣，参与性观察者就不可能将自己沉浸于土著人的生活方式之中。但这并不必然
会破坏掉最终的观察客观性，因为参与性经验还将从局外人的视角被反思和观察，这就有可能把由规范
性理由构成的解释———亦即是规范性机制的解释，转变为某些基于因果机制的解释。这里最终获得的
因果机制乃是崭新的，仅仅通过纯粹的观察无法获得。
尽管拉兹并没有提到参与性观察的方法，他的确指出了非常类似的方向。在他看来，规范性理由应
该是引导行动者的某种意识。
引导的要素可以类比于负反馈机制来理解:通常我们并未自动意识到这一事实，实际上我们在
监控着意向性行动的执行。一旦它偏离了那个被我们认为是会成功实现的路线，我们就会纠正行
为的表现，把它带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或者如果我们不能纠正它，就干脆打断它。③
参与性观察者在第二层级上通过观察得到的就是这种“自我纠正”的负反馈机制。本质上说，参与
性观察就是这样一种方法，旨在发现人类行动由规范性理由引导的机制。参与性观察的目标并不止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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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土著人作规范性评价的方式，而是要更进一步到第二层级上，也就是把参与性经验中获得的资料转
化为崭新的机制，特别是某种自我纠正的因果机制，并从而对行动提出自然主义的解释。但假如观察者
在第一层级上也缺乏这种解释的兴趣，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在第二层级上获得实质的机制内容，因为正是
参与性的维度提供了超出纯粹观察的结果。
因此，规范论者有理由主张行动的规范性解释对社会科学的必要性。根据参与性观察的层级模型，
由规范性理由满足的解释兴趣可以具有社会科学意义。因为在层级模型中，第一层级中的规范性理由
的解释并不会破坏第二层级中的观察客观性，这里存在着局内人与局外人视角的差异。所以，特纳试图
从循环论证来批评规范论，乃是不成立的。或许，规范性理由提供的行动解释具有社会科学的地位，这
一点并没有特别值得探索的意义;而更有意义的是弄清楚规范性理由究竟能够为社会科学的解释作出
怎样的实质贡献，特别是要结合获得规范性理由的参与性观察来作出更深入的考察。
规范性、客观性与复杂性*
———多维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贺敏年
( 浙江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当下，逐渐多重分化的现实状况促使社会识别转向一种更为复杂的形象。这一复杂而且不断变换
的社会形象向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提出了一项紧迫的任务:在对于社会现实的事质性研究与有关社会
观念的概念化形塑之间建立一种良性的动态平衡。这一吁求投射在学科组织的层面上，便显示出了三
个基本的特征:其一，各门具体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其二，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策略逐
渐得到重视和强化;第三，社会现实的事质研究与社会观念的概念形塑逐渐趋向新的重构与融合。面对
当代社会的这种复杂的实践格局和理论向度，就需要一种哲学方法论层面上的系统反思和规整，这正是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宏旨，亦即在学科组织与学术探究的层面上致力于推动和深化社会科学哲学
方法论研究的基本格局和力度，逐渐在中文人文社科研究中培养一种较为优质的理论视野与实践品格。
就学科组织而言，社会科学哲学的构建一方面受到科学哲学自身发展的深刻影响，即意图对于科学
实践的策略和原则给予社会科学的说明;另一方面，二战后在社会科学领域兴起的跨学科研究模式和多
元研究策略要求社会科学从其内部进行有关学科目的和方法的规整与重塑，这一趋向所包含的自省维
度使得探究社会科学方法本身成为了一项元理论工作。由此，社会科学的运行在更深层面上依赖于如
下工作:对其所遵循的诸方法论原则给予哲学的检视与规定。重要之处在于，在社会科学与哲学的交汇
地带呈现出一幅极其复杂的图景，而依托对相关地貌形态的详细刻画从而显明该图景的复杂性、藉以对
隐含在该图景下的诸观念原则的澄清从而揭示其所包含的秩序特性，便构成当下社会科学哲学的一项
基本要务。更进一步，上述学科构想潜在地承诺了后实证主义及其后续效应在社会观念领域内所促发
的一系列深层共识，这些观念触及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复杂关联，包括关于规范性及其心理内涵的剖析、
关于客观性及其因果属性的反思、以及关于日常实践之复杂性的哲学分析。
自 19世纪中叶实证主义崛起至 20世纪前半叶，社会科学力图仿照自然科学践行某种实质性探究。
这一意图着重体现在社会科学就社会认知、实践以及秩序特性给予某种统一的解释，旨在从中获得有关
考察社会事项的一般性法则、框架和结构。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这一基本识别呈现为两个探究维度: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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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社会的自然事项和规范事项的研究。然而，这一区分包含如下深层困境:在事质性研究方法论的规定
下，有关社会的自然事项的探究旨在寻求并确立社会内部的一般性机制、结构与模型，对此一个关键的
例示即关于理性行动者的行动提供一般性因果说明，而这一任务恰恰依赖某种关于社会的“理想构
型”，后者包含的单义秩序特性使得这种一般模型的构想得以可能，因此这一任务最终演变为某种纯粹
形式层面的探究，从而忽视了特定社会组织中必然包含的意图、信念、规则、权力等规范因素对形塑整个
社会生活所起的关键作用。由此，社会科学的研究便面临如下问题:在意图揭示社会一般性因果法则的
同时，究竟能否为社会诸规范事项提供某种恰当的说明? 对此，无论是涂尔干—亨普尔的“演绎—推理
法则”或“解释覆盖模型”，还是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及其“内化行动法则”，均无法有效地弥合
这一张力①。该事实的一个启发是，问题并非在于遵从自然科学方法的前提下，将那些处于边缘的社会
性因素“纳入”规范事项的探究，而是立足于对社会诸深层规范特性的揭示，从而给予社会科学以方法
论上的哲学重塑。换言之，自然事项的探究与规范事项的探究之间并非是简单的对称关联，亦即二者既
不是在承诺共同方法原则的前提下构造出一个共享的差异转换模型，因而可平行地加以类比，也不是在
承认二者之间存在绝对不可化约的差异的前提下标明各自遵从独立的策略原则，因而被一个实质的断
裂切割开来。在有关规范问题的讨论中，“重复—差异”作为一种形式解释模型难以发挥充分覆盖的作
用，因为规范事项的探究既不是纯粹形式层面的，也不是实在机制意义上的，简言之，它更密切地关乎哲
学方法论的调适性筹划。在社会科学的背景下，这首先体现在有关规范性讨论的两个基本承诺: 一方
面，在将“规范”视为一个非单纯经验事项的意义上，将“社会”识别为一个“哲学的”概念，因此，规范成
为联结社会科学与哲学的一条核心纽带;另一方面，对于规范事项的存在及其功能的刻画本身构成了一
个重要的解释领域，它要求确立关于规范性事项的特定描述。
关于社会生活的科学描述在行动问题上表达为如下问题: 即为什么行动者以此方式做出行动? 这
一问题处于有关行动的理性因果说明的核心地带，在环境识别的层面上，它承诺了一个隐含的一般假
设，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其困难在于无法规避如下诘难: 实在的行动总是无法满足上述一
般的形式条件，即便出于解释的目的硬性添加这一设定，行动本身也将随之被削弱甚而被完全剥离掉那
些有待解释的意义，具体行动恰恰呈现为背景和境况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决定了其特定的实施，个案属性
是其本质。因此，关于行动原因的说明无法获得一个一般性的因果框架。行动者的意愿、信念、目的、倾
向、规则、权力等非推理因素贯穿于特定的行动，它们共同构成了行动的规范维度并刻画着其境遇的复
杂性。“因果—规范”的分殊并非是某种概念间或解释领域中存在绝对差异的证词，它们是一种功能意
义上的二元论。“规范”既非意在逻辑形式层面上对行动提供某种一般性的因果性规定，也并非如“规
范论”所假定的那样是单纯借以标识秩序特征的概念实在，而是一种联结于行动的社会属性，并为其提
供关乎行动秩序的动态摹状，在其最原初的意义上，规范随着社会单元的变迁而变换。在关乎规范性的
问题上，社会科学恰恰在上述二者中摆荡不定，其深层原因在于承诺了旨在揭示行动推理秩序的理性说
明的哲学策略，因此无法为特定行动所包含的远超出演绎推理秩序的规范品格给予恰当的刻画。由此，
关于揭示规范秩序特性的工作需在方法论上重新加以考量，这业已成为社会科学哲学的一项核心课题。
如何刻画规范性的问题引申出一个重要的社会科学哲学方法论课题，即经验与规范的关系。这一
问题的一般形式可表述为:究其本性，规范性语汇最终是否可被转换为经验性描述? 社会科学的发展历
程表明，规范问题始终是牵连社会科学与哲学的核心要素，而自 19世纪末二者分道扬镳以来，社会科学
始终将“哲学规范论”视为主要的批判标靶。规范论承诺，大量存在规范语汇的事实表明存在某些自成
一类并且相互证成的规范实在，后者绝然分离于经验性事项。但在社会科学家看来，诸如意义、价值、信
念等，并非是一类优先确定的为经验事项提供解释原则的东西，而是它们本身就是有待解释的，相较于
经验描述，它们并不具有描述的优先特权。但这一立场面临一个韦伯式的问题:如果社会科学的知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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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组经验性描述组织起来的，那么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存在某种“客观有效的真
理”? 进一步，“客观性”本身就是一个隶属规范的范畴并且在社会科学家那里仍然是有待解释的，那么
该如何对社会科学的知识做出评价? 在韦伯看来，评价的个体属性和境遇特征并不会削弱社会科学知识
的有效性和客观性，因为根本而言，规范乃是作为一种解释的模型而发挥作用，评价的可能性与否乃是一
个特殊的规范的解释性产物。在这种解释性的意义上谈及规范，其根据在于某些关乎规范秩序的“理想
范型”的建构，但它们本身并不具有规范的意义。这里，韦伯给予“理想范型”以如下基本刻画:“它不是
假设，但它将指出假设构成的方向;它不是对现实的一种描述，但它将给描述提供明确的表达手段。”①
韦伯借以“理想范型”为理解规范与经验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启发:问题无关乎在现实层面上
确立规范与经验的逻辑证成，而应当立足于方法论的角度，为二者之间的复杂关联提供某种可资理解的
解释通道和表达手段。在有关行动规范秩序的问题上，这一点体现在下述两个重要的转换中: 其一，从
旨在确立规范内涵的“逻辑通道”，转换为旨在显示行动自律性的规范性描述;其二，从着眼于为行动提
供理性因果说明的推理法则的一般演绎，转换为对有关形塑特定行动的个体属性和境遇特征的可理解
性给予具体的刻画。类似于“因果—规范”的功能二元性，规范与经验的分殊在这种转换中显明为立足
于可理解性的识别进阶:行动包含“内在”自律性，后者只有在作为某种解释“棱镜”②的规范性语汇中才
能得到有效的表达，而这些规范性语汇的合法性基础，缘于它们在哲学方法论上被用以标识可理解性这
一调适性评判价值。这一方案在刻画规范性的过程中造成了某种分歧: 一种是“涂尔干—塞拉斯主义
的”，认为作为一种约束意义上的规范性，“一种外在的、限定的意义，是相对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意义
(‘可理解性’) 而言的”③，规范性关乎正确性或合理性等基本规范价值; 一种是“韦伯—戴维森主义
的”，认为规范性关乎“使主体行为变得可理解这一问题，主张‘可理解性’是一个有别于因果的规范概
念，规范作为一种解释之宽容性的指引，给出了可理解的解释的条件”④。客观性困境暗含的一个背景
即是承诺了某种涂尔干—塞拉斯主义的规范性内涵:“客观性”的概念规定有赖于正确性或合理性这一
推理范畴，而因果法则作为一种外在的独立秩序赋予客观性以规范意义，并且无关乎或弱相关于特定知
识的可理解性限度。重点在于，应对客观性问题的难点关乎如何在诸如正确性、合理性与可理解性这类
不同的规范价值之间确立合适的关联，而有关行动客观性的诸难题都能通过赋予行动中的规范性要素
以积极作用而得到克服，而关于行动的充分说明依赖于条件性因素和规范性因素、以及诸规范性因素本
身之间的合适的相互作用。
社会科学的客观性问题在行动哲学的背景下呈现为行动的客观性问题，而行动条件以及背景的繁
复性预示着，把揭示或确立统一的行动理论之可能性的诸原则视为社会科学哲学的基本任务，将面临重
重困境。⑤围绕客观性问题而产生的种种困境预示着社会科学研究策略的复杂性，而后者又包含多重
维度。
首先涉及所谓对称性问题。关于行动的社会理论假定，存在某些超越于行动个体的一般性原则，它
们要么在因果意义上、要么在规范意义上对其行动施加着某些限制或规整。但是，这一基本承诺无法摆
脱所谓的“霍布斯难题”:在自由追求自身目的的个体之间，不可能存在社会秩序，质言之，“一个因素究
竟怎样同时既是个人性的又是社会性的”?⑥有关行动的种种理性说明在某种程度上均假定了功利主义
的解释模型，而后者又潜在地承诺了个体主义的行动理论，因此在面对特定行动所必然包含的规范性社
会属性时，上述难题便转换为如何在个体行动的背景中以恰当的方式纳入规范内涵。对此，内省主义模
型将社会规范“内化”为个体状态，这一做法假定在个体与社会之间存在某种对称关联，亦即诸如信念、
愿望、心理结构等个体状态与规范、沟通、社会机制等社会性因素之间存在某种类比关联。可类比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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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识别预设了一般性推理原则的决定性功能。但是，借以因果、经验与规范之间关系的探究表明，它
们并非可通过简单的类比关联而得到充分说明。在规范因素发挥作用的广阔的行动语境中，无论是个
体状态还是社会属性，均无法独立单一地充分解释行动的理由与原因，并且在理由与原因之间也不存在
确定的对称关系。对于社会科学而言，对称性是一个幻象。在个体与社会之间，类比关系仅仅是其中一
种，除此还包含断裂、反讽、虚构、嫁接、模仿、转化、还原、话语、沟通、辅助等复杂的关系样态。
其次，社会科学研究策略的复杂性内涵还牵涉秩序想象的问题。自然主义的社会理论通常在或强
或弱的意义上假定了某种理想秩序，借此来阐明一个应当所是的社会结构所包含的各种原则，并通过与
现有秩序加以对照，从而力图为后者提供某种一般性的说明。反自然主义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否认任
何想象一般性社会秩序的有效性，放弃对社会秩序给予某种一般性说明的宏大愿望，着眼于超越经验的
概念 /逻辑联系，并借以规范特性来刻画具体实践的形塑特征和组织结构，从而力图在规范性关联中重
塑社会事项。但诚如华勒斯坦所揭示的，晚近自然科学的发展给予我们一个尤为重要的启示:“我们必
须要更为严肃地对待复杂的社会动态”①。而社会秩序的复杂性的一个明显标识在于，我们必须把时间
和空间概念同时作为世界借以影响和解释社会现实的重要变量。在此意义上，秩序特征的塑造一方面
要立足于对特定社会环境的可见性给予详细的探究，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要在策略上纳入有关可预性
和调节性的考量。个体与普遍的陈旧区分掩盖了社会秩序的多维特征，而想象与虚构策略则是刻画社
会状态的重要手段。所谓社会科学的复杂性，究其方法论而言，一个重要的标识在于社会秩序的想象和
虚构并且由此造成的社会解释的非决定性和多重可能性。
第三，自主性同样构成复杂性的一个重要维度。社会科学的反思特性在于，它在解释社会事实的同
时亦检视解释本身所承诺的原则和方法，在社会科学家看来，这一反思特性是社会科学区分于自然科学
的有效元件。进一步，社会科学的复杂性与开放性体现在解释原则和方法策略的多元性，因此任何一种
解释模型都无法涵盖整个社会整体从而揭示出普遍的客观规律。面对社会事项的层级化与多重性，
一种显见的策略在于通过整体特有的属性来解释现象是整体的产物，涂尔干甚至将此视为科学研究所
能遵从的唯一途径。单就解释环境而言，这一方案至少提供了如下基本识别:在纯粹的隔绝状态与完备
的联合状态之间存在一种无限的、复杂的中间序列。社会状态的复杂性还在于它本身乃是“一个藉以
社会、心理、与文化相互凝结而成的复合体，它迫使社会科学家们承认一种遵从文化印记和规范真理的
自明性与确定性”②。就研究策略而言，社会理论一方面需要检视那些有关认识的实质约束( 诸如社会、
文化、历史等) ，另一方面，还应当在更深层面上聚焦于那些社会认识得以可能的条件，亦即考察那些赋
予秩序想象以自主性、赋予社会知识以可预性品质的条件。进一步，自主性问题包含如下几个要点: 社
会科学是关乎一种实践性知识和反思性知识的解释领域，其目标并非在于以某种方式捕捉在任何时期
的所有社会的本质的和不变的特征;诸如心理、文化这类形塑社会事项的要素，促使社会状态的复杂性
与解释的自主性密切相关，而社会状态的整体性与开放性则要求解释策略的多元化;社会生活的规范秩
序在一定程度上糅合了生活主体的心理与历史的特性，因此在方法上，一种关乎心理秩序的心理分析与
关乎历史秩序的历史分析便获得了特定的解释效力。
当代社会形象的复杂变幻以其显著的方式触发了识别主体的人际转换，并且一道步入不确定的
“暧昧”状态。这一双重解析的复杂状况一方面要求社会科学在其策略上确立一种灵活的、弹性的、个
案导向的研究视点，另一方面，也要求研究主体需保持一种反思的、自省的、合理驱动的研究态度。面对
一个更加立体和全息的社会镜像，通过一种包含着规范性、客观性、复杂性等重要维度的观照策略，从而
对个体内在的秩序特性、意义生成、实践品格等方面获得更加优越的直觉、表达和理解。
(责任编辑 付长珍 实习编辑 王成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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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Global Significance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by CHEN Jin-long)
Abstract: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contains Chinese
wisdo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in the world，Chinese experience of realizing modernization in a
developing country，and Chinese solution to the global governing． It clarifies the theoretical puzzlement of“the
end of history”，“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and“Western centrism”，so that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human intellectual history． Therefore，one should adopt an international vision and a global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and evaluate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Keywords: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Chinese
wisdom，global significance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an All-out Effort to Enforce Strict Party
Discipline in a New Era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y YANG Feng-cheng)
Abstract:It is a historical conclusion as well as a call of the time to regard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as
the fundament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Since ideal and faith are our root and soul，we must hold high the
banner of faith． We must arm ourselves with theories by reading and studying original works and investigating
basic principles so that we can realize genuine learning，genuine knowledge，real faith and actual application．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ntegration of the Party spirit education and moral cultivation is essential to
XI Jin-ping's thought of an all-out effort to enforce strict Party discipline． It also embodie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s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Keywords:ideological construction，ideal and faith，theoretical equipment，moral virtu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Its Methodology(Symposium)
(by CHEN Jia-ming，YING Qi，ZHANG Liu-hua，XU Zhu，HE Min-nian)
Abstract:The issue concerning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its methodology is only the focus of
current theoretical philosophy and practical philosophy． It also has become an intellectual platform and a
workplace for cross-discipline practice． It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distinction，as well a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explanation and understanding，in Neo-Kantianism，which goes through the issue of 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nces from beginning to end． This structure also forms a contrast with causal research pattern and
normative research pattern in current philosophical discussions of social sciences． If practical reasoning is the
hub and axis that runs through the history from Aristotle's practical philosophy to philosophy of action in
Wittgenstein and his disciples，normative reasons，as well as an independent and self-sufficient concept of
norm，seems to direct recent debates on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s． In order to create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to restart，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its methodology in the Chinese context should face the
multi-dimensional intellectual ecology of current 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nces that shows objectivity，
normativity and complexity on the one hand and stick to the practical approach of action analysi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rationality”and case orientation on the other．
Keywords:social sciences，philosophy，methodology
Military Countermeasures of the Ｒussian Council of Ministers during World
War I (by ZHANG Guang-xiang ＆ AN Yan)
Abstract:In World War I，Ｒussia suffered from successive military defeats and domestic revolutions． As
the highest administrative executive organ in Ｒussia during the War，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was confro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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